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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市场效应的由来和研究前沿

曾道智

摘 要　 本地市场效应是新贸易理论中的一个中心概念。 作者回顾了它

的起源背景， 并解说了从最新研究成果所看出的问题， 探讨了将来的进一步

发展方向。 早期的国际贸易和区域科学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使用各

种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大市场和大需求带来的制造业集聚效应： 在两国构成的

经济空间里， 大国的制造业企业份额高于其人口比例， 大国是制造业产品的

净出口国， 其工资较高。 在得出这些结果的模型里， 大家都假定了单个生产

要素———不可移动的劳动力。 这些概念的片面性影响了对本地市场效应的本

质认识。 后来， 通过建立两个生产要素 （不可移动的劳动力和可以移动的

资本） 的模型， 学者们把这些概念统一在一个框架里。 可是最新的研究成

果有些意外。 如果考虑多国构成的经济空间， 或者采用更为一般的效用函

数， 会发现之前的很多结果都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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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使用关键词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ＭＥ， 本地市场效应） 可以

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上检索出 ３８１０ 篇论文。 它已经成为空间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对

整个经济学的影响也很大。 本文对本地市场效应的由来进行梳理， 并介绍一些前沿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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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贸易？ Ｒｉｃａｒｄｏ （１８１７） 提出的国家之间、 产业之间的生产

技术比较优势， Ｏｈｌｉｎ （１９３３） 和他的老师 Ｅｌｉ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 提出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Ｈ － Ｏ 理论） 是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石。 这些理论对不同产业间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很

好的解释， 并且对贸易模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比如， Ｈ － Ｏ 理论断言， 资本丰富的

国家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Ｗａｓｓｉｌｙ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提出使用投入产出表来研究国家的经济结构。

他发现美国虽然是资本丰富的国家， 却是劳动密集产品的净出口国 （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１９５３）。 这个和 Ｈ － Ｏ 理论格格不入的结果后来被称为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悖论。 除了美国之外，
在日本 （Ｔａｔｅｍｏｔｏ ａｎｄ Ｉｃｈｉｍｕｒａ， １９５９）、 加拿大 （Ｗａｈｌ， １９６１）、 印度 （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１９６２） 等国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悖论的出现给传统贸易理论带来了很大的

冲击，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的众多研究者为此给出了一些对已有理论进行修修补补的

办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抗争之后， 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论是 Ｒｉｃａｒｄｏ 的理论， 还是 Ｈ －Ｏ 理论， 都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对贸易进行分

析。 其讨论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各国的消费偏好一致， 且固定不变。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悖论告诉我

们仅仅考虑这些供给方的理论是不够的， 还必须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如果各个国

家的国民对产品有不同的偏好， 显然贸易模式会受到影响。 这种观点得到 Ｈｏｕｔｈａｋｋｅｒ
（１９５７） 的支持， 他分析了 ３０ 个国家的数据， 结果都验证了恩格尔法则， 即随着人们更

加富裕， 他们在食物上的开支份额会下降， 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会上升。
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果某个国家特别喜爱某种产品， 那么该国会成为该产品的进

口国， 还是出口国呢？ Ｖａｌａｖａｎｉｓ⁃Ｖａｉｌ （１９５４） 指出， 如果某个国家的消费者对资本密

集型商品有很强的消费偏好， 那么即使该国有丰裕的资本禀赋， 也可能会导致资本密

集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 成为该产品的进口国。 这似乎可以解释美国成为资本密集型

产品的净进口国， 其原因是美国消费者特别喜爱资本密集型产品。 然而， Ｌｉｎｄｅｒ
（１９６１） 却不同意上述观点。 他认为由于生产方面的外部性， 很大的需求会导致该国

生产呈现优势， 最后成为该产品的净出口国而不是进口国。 可是， 他的著作中没有建

立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推导出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种想法在学术界被称为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或者 Ｌｉｎｄｅｒ 假设。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等 （２０１９） 把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和日本消化道药物的出口模式联系起来， 认为

日本每年每千人中因胃溃疡、 反胃等消化道疾病的死亡人数是 ０􀆰 ２６６ 人， 要高于其他

国家的平均比例 （０􀆰 １７０ 人 ／千人）。 与此同时， 日本出口治疗这类消化系统疾病的药

物占整个世界销售额的 １０􀆰 ３５％ ， 而其他药物日本平均仅占 ４􀆰 ５４％ 。 中国的手机发展

状况似乎也印证了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相比其他国家， 中国人更喜欢手机， 支付宝、 微信

支付等功能也大大方便了国民的日常生活。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ｐｅｄｉａ① 网站提供的数据，
ｗｏｒｌｄｓｔｏｐ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ｏｍ 的分析结果表明， ２０１８ 年中国手机出口占世界第 １ 位， 金额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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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７ 亿美元 （占世界总额的 ４９％ ）； 进口是第 ７１ 位， 金额仅为 ２􀆰 ９２７ 亿美元 （占世

界总额的 ０􀆰 １％ ）①。 尽管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都支持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但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其支持者并不多。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２００９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 开始这个领域的研究时， 想通过模型推导来推翻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可是， 他巧妙

建立了一个采用报酬递增生产技术的垄断竞争模型， 经过严密的数学计算之后， 反倒

证明了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的正确性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其实，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也就是本地市场

效应。
我们回忆一下， 从供给方出发， 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各种不

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相比之下， 从需求方出发的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很好地解释同一产

业内部的贸易。 为示区别， 学者们把后者称为新贸易理论。 近几十年的贸易数据表

明， 产业内的贸易金额要远远大于不同产业间的贸易。 所以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把贸易

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研究贸易时， 往往假定工人在国家之间不移动。 在贸易领域取得成功后， 相隔

１０ 年，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把类似的手法用于区域科学的研究， 开创了新经济地理这一

新领域。 在研究同一个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时， 必须考虑工人在区域之间的移

动。 曾道智 （２０１３） 简单介绍了这方面的发展。 其实，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Ｏｈｌｉｎ
就认为应该把区域问题和国际贸易问题放在一起研究 （Ｏｈｌｉｎ， １９３３）， Ｆｕｊｉｔａ 等

（１９９９） 以及 Ｆｕｊｉｔａ 和 Ｔｈｉｓｓｅ （２０１３） 关于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作把这两个领域合在一

起。 两者都发现报酬递增的生产技术、 垄断竞争的市场和运输费结合在一起， 会产生

一些由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无法说明的力量决定新的经济结构。 这个新的力量被称为第

二自然， 而以前通过比较优势等产生的力量被称为第一自然。
空间经济学在 ３０ 年里发展迅速。 在 Ｋｒｕｇｍａｎ 开始研究本地市场效应的时候， 一

般均衡的研究还仅仅限于 Ｄｉｘｉｔ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７７） 的框架， 采用常数替代弹性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ＥＳ） 效用函数。 曾道智和高塚创 （２０１８） 系统介

绍了这方面的结果。 最近， 学者们认识到 ＣＥＳ 框架会限制我们的视野， 有必要在可

变替代弹性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ＶＥＳ） 的框架中做进一步研究。 因此，
近年来 ＶＥＳ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使得我们可以考虑 ＶＥＳ 在本地市场效应方

面的应用了。 为方便比较， 本文先简单介绍 ＣＥＳ 框架下得出的一些结果， 在第二节

概括单要素模型的一些结论， 从不同侧面去了解本地市场效应； 在第三节讲述两要素

模型， 把本地市场效应的各个侧面统一起来； 在第四节介绍 ＶＥＳ 的研究成果， 分析

出现本地市场效应所需要的条件； 在第五节介绍考虑弹性劳动的一些研究， 发现大多

数结果需要重新验证； 在第六节总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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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ＨＭＥ 的单要素模型

为分析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巧妙地构建了两个不同的模型。 它们都假

定了 ＣＥＳ 效用函数， 而且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一） 两个早期模型

第一个模型考虑的是两个镜像对称的国家。 两个国家的总人口一样， 都是 Ｌ。 每个

国家由两种人口组成。 Ｘ 人口在国 １ 中的占比为 θ∈ （１ ／ ２， １）， 而 Ｙ 人口的占比为 １ －
θ； 相反， 在国 ２ 里面， Ｘ 人口的占比为 １ － θ∈ （１ ／ ２， １）， 而 Ｙ 人口的占比为 θ。 我

们在图 １ 中用圆圈表示这两个份额。

图 １　 Ｋｒｕｇｍａｎ 的镜像对称模型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与此呼应， 经济空间中有两个产业。 Ｘ 类型的消费者仅仅消费 Ｘ 产业产品， 而 Ｙ
类型的消费者仅仅消费 Ｙ 产业产品。 采用下面的 ＣＥＳ 函数描述它们的效用： ＵＸ ＝

∫ｎ０ ｑρ（ ｉＸ）ｄｉＸ，ＵＹ ＝ ∫ｎ０ ｑρ（ ｉＹ）ｄｉＹ 。

每个类型的产业都有很多不同品牌的产品， 构成垄断竞争的市场。 这里， ｉｔ∈
［０， ｎ］ 是 ｔ 产业的某种产品名称， ｑ （ ｉｔ） 是其消费量。 参数 ρ∈ （０， １） 代表消费

者对差异化不同品种的追求程度。 文献中经常使用 σ ＝ １ ／（１ － ρ） 表示两种不同品种

间的替代弹性。 这两个参数都是不依赖于消费量的常数， 这也是所谓常数替代弹性函

数的名称之由来。 由人口的结构组成我们知道， 在国 １ 的消费者对 Ｘ 产品的需求相

对高些， 而国 ２ 的消费者对 Ｙ 产品的需求要高些。
在生产技术方面， Ｘ 产业和 Ｙ 产业没有区别。 每个产品生产时， 都需要投入 Ｆ 单

位的劳动力作为固定成本， 投入 ρ 单位的劳动力作为边际成本。 两种不同的人口虽然

有不同的消费偏好， 可是在生产能力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他们的工资收入 ｗ 是

一样的， 购买力相同。 每个企业可以自由选取一个国家建厂生产， 产品销售于两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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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在本国销售时不需要运费， 卖到国外时需要支付冰山成本 τ≥１。 我们经常使用 ϕ ＝
τ１ － σ∈ ［０， １］ 表示两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度， 它是 τ 的递减函数。

这是个一般均衡模型。 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企业提供劳动力， 靠工

作获取工资， 由此来购买自己喜爱的产品。 所有的企业都通过雇用当地工人进行生

产， 其产品供给两国市场。 均衡时所有产品都达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 企业可以

自由进入市场， 因此， 均衡时纯利润为 ０。 在这些条件下， Ｋｒｕｇｍａｎ 求出均衡时在国

１ 生产的 Ｘ 企业在 Ｘ 产业里面的占比：①

ｎＸ
１

ｎＸ
１ ＋ ｎＸ

２
＝ θ ＋ （２θ － １） ϕ

１ － ϕ ＞ θ （１）

其中， ｎＸ
ｊ 是在 ｊ 国生产的 Ｘ 产业企业数目。 在图 １ 中我们用方框表示企业在两国

的占比。 在需求量较大的国家， 它比人口的份额还要大。
我们还可以分析两国的国际收支。 国 １ 对国 ２ 的 Ｘ 产业产品的净出口量为：

ＢＸ ＝ ϕｗＬσＦ
１ ＋ ϕ ＞ ０ （２）

我们看到， 正如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所预料的那样， 国 １ 对 Ｘ 产业相对高的需求导致该

国成为 Ｘ 产品的净出口国。
上述模型中通过两种不同的消费者之间的需求关系探讨了产业之间的贸易模式。

由于假定了两个国家总人口一样， 两国的工人工资也相同了。 之后 Ｈｅｌｐ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５） 导入农业部门， 假定了农业产品在两国是相同的报酬不变技术下生

产的。 两国都是完全竞争市场， 之间的贸易不需要运输费。 这样也保证了两国的劳动

力工资相同， 得出和式 （１） 以及式 （２） 一致的结果。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在同一篇论文里面还建立了一个单产业模型。 这个模型里两国

人口分别是 Ｌ１ ＝ θＬ， Ｌ２ ＝ （１ － θ） Ｌ。 所有的消费者都有相同的偏好， 用效用函数 Ｕ ＝

∫ｎ０ ｑ（ｉ） ｐｄｉ 来描述。 失去两国间的对称性， 两国工人的工资就不同了。 把国家 ｉ 的工资

记为 ｗ ｉ， 如果把国 ２ 的劳动力当作计价物， 那么 ｗ２ ＝ １。 通过分析国 １ 的国际收支，

我们知道 ｗ１ 必须满足： Ｂ （ｗ１） ≡
ｗ１ － σ

１

Ｌ２ ＋ ϕｗ１ － σ
１ Ｌ１

－
ｗ１

ｗ１ － σ
１ Ｌ１ ＋ ϕＬ２

＝ ０。

注意到函数 Ｂ （ｗ１） 的单调性， 我们可以得到均衡工资率的如下性质：

ｗ１

＜ １ ＝ ｗ２ 　 如果 Ｌ１ ＜ Ｌ２

＝ １ ＝ ｗ２ 　 如果 Ｌ１ ＝ Ｌ２

＞ １ ＝ ｗ２ 　 如果 Ｌ１ ＞ Ｌ２

{ （３）

也就是说， 大国在工资方面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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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地市场效应的定义

从上面对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两个模型的分析， 我们看到了具有较大市场 （大国）
的三种优势。 其一， 式 （２） 证实了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可以把它当作本地市场效应的定义。

定义 １􀆰 本地市场效应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在由两个国家构成的经济空间里，
对某种产业产品具有较大市场的国家成为该产业的净出口国。

相关文献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５） 和 Ｄａｖｉｓ （１９９８） 明确使用了这个定义。 因为采

用了贸易模式的描述， 往往被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者所采用。
其二， 式 （１） 体现了大国在企业选址方面的优势， 在研究企业的供给和消费者

需求之间的均衡里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为它表达的是企业选址的结果， 在大国的生产

超过了该国的需求， 所以也把它称为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 （需求） 扩大效应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也可以把它作为本地市场效应的定义。
定义 ２􀆰 本地市场效应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在两个国家构成的经济空间里， 对

某种产业具有较大需求的国家中该产业企业份额高于该国的人口份额。
相关文献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Ｈｅｌｐ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５） 明确使用了这个定

义。 因为采用了企业选址的描述， 其被新经济地理的研究者所采纳。 很多实证分析也

采用这个定义， 并称之为数量角度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ｓｐｅｃｔ） 的本地市场效应。
除了上面两个定义之外， 文献上还将式 （３） 作为本地市场效应的第 ３ 种定义。
定义 ３􀆰 本地市场效应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在两个国家构成的经济空间里， 对

某种产业具有较大需求的国家里， 该产业的工人工资高于另一国。
事实上， 我们可以在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和 Ｂｅｈｒｅｎｓ 等 （２００９） 的研究中找到该定

义。 比起前面两个定义， 这个定义在贸易领域里和经济地理领域里用得相对少一些。
可是由于检验起来比较方便， 它在实证分析中比较受欢迎， 被称为 （劳动力的） 价

格角度 （Ｐｒｉｃｅ Ａｓｐｅｃｔ） 的本地市场效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Ｈｅａｄ 和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在总结本地市场效应时指出， 它通常在有较大需求的地方以生产要素成本较高的形式

（价格角度） 出现， 而不是以扩大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生产规模扩大的形式 （数量角

度） 出现。
这三个定义虽然相互关联， 但是无法同时使用。 比如在镜像对称的模型里， 因为

人口的对称性， 两个国家工人的工资相同， 无法采用定义 ３。 相反， 在单产业的模型

里， 两国的企业数量和人口规模成正比， 产品的进口和出口金额相等， 无法采用定义

１ 和定义 ２。
继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之后， 企业生产力异质性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贸易研究又开

始重视供给方了， 如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和 Ｊｕｎｇ （２０１８） 直接把异质性引入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的单产业模型。 假定企业生产力呈帕累托分布时， 他们发现企业份额和工资 （定义 ２
和定义 ３） 的本地市场效应出现了。 当然， 因为贸易必须达到平衡， 贸易模式的本地

市场效应就消失了。 他们还证明了， 在大国企业投入生产对生产力的要求较低， 因此

企业生存的比例相对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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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要素的框架还被用来研究更一般的多产业经济空间。 在 Ｈａｎｓｏｎ 和 Ｘ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的论文里， 工业化产品的产业数目是个连续统。 各个产业里产品的差异化程

度、 运输费用可能都不同。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产品差异化程度大和运输费用高的

产业更容易聚集在大国。 Ｅｒｈａｒｄｔ （２０１７） 把生产力的异质性导入一个由连续个产业

构成的框架里， 惊奇地发现， 有异质性的时候， 大国聚集差异化程度小的产业以及生

产力高的企业。 另外， 生产力分布较为分散的产业也比较喜欢在大国。 直观上， 小国

的出口企业比例相对要高一些。 替代弹性小的产业里， 选址在小国的企业更容易出口

到大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在一些模型中导入生产力的异质性可能会得出完全不

同的结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原因。
在实证分析的论文里， 还有很多作者根据需要抽出某些相关特征作为本地市场效应

的定义。 比如， Ｈｅａｄ 等 （２００２） 以及 Ｃｒｏｚｅｔ 和 Ｔｒｉｏｎｆｅｔｔｉ （２００８） 把本地市场效应定义为：

ｄｋ
ｄθ ＞ １ （４）

其中， ｋ 是大国企业的份额。 式 （４） 表述的正是消费者需求的一种扩大效应。
虽然它和式 （１） 有关系， 但它并不等价于定义 ２。 最近，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等 （２０１９） 从实证

分析的角度给出了强 ＨＭＥ 和弱 ＨＭＥ 的定义， 但没有建立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些

结果成立的条件。 这样会给理论研究造成一些混乱。 理论上， 同一个概念有了不同的

定义之后， 必须考虑它们的等价性。
以上情况不禁让人想起盲人摸象的故事： 分别摸到大象鼻子、 大象腿、 大象尾巴

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 相互争执不下。 为避免在研究 ＨＭＥ 时出现类似的情况， 我们

有必要找到一个能统一这些定义的模型。 幸运的是， 尽管这个任务在单要素的模型中

显得很困难， 但是双要素模型让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审视这个问题。 我们

可以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三、 双要素模型

上一节介绍了讨论 ＨＭＥ 的两个有代表性的早期模型。 二者都假定劳动作为单个

生产要素， 结果只能观察到 ＨＭＥ 的局部性质。 现在增加一个流动生产要素———资

本， 我们发现， ＨＭＥ 的三个定义可以被统一在同一个模型里。 流动资本在现实生活

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吸引海外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也常常是

各个国家政府制定政策时的目标。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Ｒｏｇｅｒｓ （１９９５） 成功地把流动资本引进了空间经济学模型。 他们使用了

几个大胆假定。 其一， 假定模型中每人都拥有一份资本， 由此去掉传统贸易理论中的

Ｈ － Ｏ 比较优势。 这样， 得出关于贸易模式的结果就来自第二自然而不会是来自比较

优势。 其二， 在企业生产中， 把资本当作固定投入， 而把劳动力当作边际投入。 现实

社会里， 企业需要专利、 厂房、 机器等， 这些都相当于资本投入。 而开始生产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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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去操作机器， 所以把劳动力当作边际投入比较合理。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Ｒｏｇｅｒｓ （１９９５） 的

原始模型考虑了国际贸易费用， 也考虑了国内贸易费用， 结果比较繁杂。 Ｂａｌｄｗｉｎ 等

（２００３） 以及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和 Ｔｈｉｓｓｅ （２００４） 对此加以改进， 仅仅考虑国际运输费用， 也

就是所谓的 “松脚资本模型” （Ｆｏｏｔｌｏｏ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从图 ２ 可以直观看出单要素模型和双要素模型的区别。 两国之间的贸易必须达到

均衡， 在没有流动资本的情况下， 单个产业时该产业的净出口当然变成零， 也就无法

使用定义 １ 来研究 ＨＭＥ。 自 Ｈｅｌｐ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５） 开始， 很多论文通过导入

农业部门来扩增两国贸易渠道。 大多数学者假定农业产品在两国交易时无需运输成

本。 可是， 后来 Ｄａｖｉｓ （１９９８） 发现现实社会中农业产品的运费 τａ 比工业产品的运费

τｍ 还要高。 当两种产品的运输费用相同时， 农业产品太重导致无法交易， 这条渠道

就被堵住了。 这样， 工业产品的贸易又必须达到均衡， 定义 １ 和定义 ２ 中的本地市场

效应也就不出现了。① 可是， 如果我们导入流动资本， 那么两国之间就多出一条渠

道。 小国的国民可以通过到大国投资获得资本回报， 得以购买大国的产品。 有了这一

条渠道， 农业部门的存在就不重要了。 事实上， 按照松脚型资本模型的设定，
Ｔａｋａｔｓｕｋａ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２ｂ） 将资本导入 Ｈｅｌｐ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５） 的模型后发现，
不管农业部门的运输费用是高还是低， 上述三个定义中的本地市场效应都会出现。

图 ２　 双要素模型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既然农业部门的作用不大，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等 （２０１３） 就直接创建了一个没有农业部

门的模型， 更为简明地体现了本地市场效应三个定义的等价性。
命题 １􀆰 在双要素单产业的松脚型资本模型里， 定义 １ 至定义 ３ 的本地市场效应

是等价的。 在 ϕ∈ （０， １） 时， 三种本地市场效应都同时出现。
以上模型都假定经济空间只有两个国家， 大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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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这和现实社会有很大的出入。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多国情形。 Ｂｅｈｒｅｎｓ 等

（２００９） 以及 Ｚｅｎｇ 和 Ｕｃｈｉｋａｗａ （２０１４） 尝试把两国情形下的三个定义推广到多国经

济。 我们不妨把 ｎ 个国家的名字按照人口份额排序， 使得各国人口份额 ｛θｉ｝ ｎ
ｉ ＝ １满足

θ１≥θ２≥…≥θｎ。 定义 １ 用贸易模式来描述， 在多国情形下， 可以推广为各国工业产

品的净出口量刚好按照国名排序。 在单部门双要素的假定下， 因为贸易必须达到平

衡， 工业产品的贸易顺差要通过资本逆差来维持。 我们用 ｋｉ 来表示国 ｉ 使用的资本占

比。 因为资本是可以移动的， ｋｉ － θｉ 表示国 ｉ 引入资本的量。 定义 １ 便有了多国版本。
定义 ４􀆰 在多国构成的经济空间里， 本地市场效应指的是以下关系： ｋ１ － θ１≥ｋ２ －

θ２≥…≥ｋｎ － θｎ。
定义 ２ 用企业份额来描述。 因为人口的总份额和企业的总分额都是 １， 式 （１） 无

法直接推广。 Ｂｅｈｒｅｎｓ 等 （２００９） 提出可以用企业占比和人口占比的比率来描述。

定义５􀆰 在多国构成的经济空间里， 本地市场效应指的是以下关系：
ｋ１
θ１

≥
ｋ２
θ２

≥…≥
ｋｎ
θｎ

。

相比之下， 用工资来描述的定义 ３ 比较容易推广。
定义 ６􀆰 在多国构成的经济空间里， 本地市场效应指的是以下关系： ｗ１≥ｗ２≥…≥ｗｎ。
那么， 命题 １ 是否在多国情形下仍然成立呢？ Ｚｅｎｇ 和 Ｕｃｈｉｋａｗａ （２０１４） 的研究

结果告诉我们， 定义 ５ 和定义 ６ 仍然等价， 可是定义 ４ 却不行。 他们还给出图 ３ 所示

的反例。 这是一个三个国家的例子， 相关参数取值是 θ１ ＝ ０􀆰 ６２， θ２ ＝ ０􀆰 ３２， θ３ ＝
０􀆰 ０６， σ ＝ ３。

图 ３　 三国空间的数值例子

资料来源： Ｚｅｎｇ 和 Ｕｃｈｉｋａｗａ （２０１４）。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定义 ４ 所要求的不等式关系 ｋ２ － θ２≥ｋ３ － θ３ 并不一定成立。 它

们的关系依赖于贸易自由度 ϕ。 Ｚｅｎｇ 和 Ｕｃｈｉｋａｗａ （２０１４） 也提出， 在该例子里， 定

义 ５ 和定义 ６ 所要求的不等式关系是成立的。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尽管我们是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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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角度出发开始研究本地市场效应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但将它推广到多国情形并不

是件简单的事情。 这也许是实证分析大多针对定义 ５ 和定义 ６ 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四、 ＶＥＳ 的研究

前两节的模型都假定了 ＣＥＳ 效用函数。 曾道智和高塚创 （２０１８） 在 《空间经

济学》 的第三章证明了所有这些模型中， 企业的加成率都为 １ ／ ρ， 是个不依赖于

市场环境的常数。 近年来， 有些学者对加成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７） 通过分析美国市场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５ 年的数据， 发现加成率呈下降

趋势。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调查了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年的印度企业， 发现和美国市场不

同， 印度的加成率呈上升趋势。 更早一些的论文， 如 Ｂｏｕｌｈｏｌ （２０１０） 分析了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７ 个发达国家的数据， 也发现加成率上升。 所有这些结果都表明， 加成率并

不是个常数， 它会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变化。
文献中， 有很多学者用促进竞争效应 （Ｐｒｏ⁃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来描述加成率和市

场规模的关系。 企业在大市场里会感受到更为激烈的竞争， 不得不降低价格， 加成率

也就更低些。 相反的概念是反竞争效应 （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指的是企业在大市

场反倒可以提升价格， 增大加成率。 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促进竞争效应。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 ＣＥＳ 框架带来的问题。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等 （２００２） 建议使用二次准

线性效用函数。 这类设定一般假定有一个农业部门， 采用报酬不变的技术生产同质性

产品。 准线性的设定使得工业部门消费失去了收入效应。 也就是说， 不论消费者的收

入有多高， 他们在工业部门的支出是固定的， 只是在农业部门的支出会出现不一样。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和 Ｔｈｉｓｓｅ （２００４） 将该设定用于研究本地市场效应。 他们保留了农业部门及

其没有交易成本的假定， 发现关于本地市场效应的结果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所以当时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最近几年， 学者们注意到 ＣＥＳ 和准线性效用函数都有各自的缺陷， 因此开发了

多种变动替代弹性的工具。① 比如， Ｚｈｅｌｏｂｏｄｋｏ 等 （２０１２） 提出了很一般的可加性效

用函数 ∫ｎ０ ｕ（ｑ（ ｉ））ｄｉ ， 它所包含的函数类很广， ＣＥＳ 效用对应的是 ｕ （ｘ） ＝ ｘρ 的情

形。 稍早些， Ｂｅｈｒｅｎｓ 和 Ｍｕｒａｔａ （２００７） 把金融保险方面广泛应用的 ＣＡＲ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函数 ｕ （ｘ） ＝ １ － ｅ － αｘ （参数 α ＞ ０） 引入空间经济学， 它也

是特殊情形之一。 另外还有 ＨＡＲＡ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函数：

ｕ（ｘ） ＝ １ － γ
γ

βｘ
１ － γ ＋ １( )

γ
－ １[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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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还有一些其他办法， 比如采用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支出函数 （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２００３ ）、 间接效用 （ Ｂｅｒｔｏｌ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Ｅｔｒｏ，
２０１７） 或者需求函数 （Ｍｒáｚｏｖá ａｎｄ Ｎｅａｒｙ， ２０１７） 来进行分析。



其中， 参数 β ＞ ０， γ≠１ 满足 βｘ ／ （１ － γ） ＋ １ ＞ ０。 虽然 ＨＡＲＡ 函数看起来相当

复杂， 我们知道， 当 γ➝ － ∞ 时， ＨＡＲＡ 函数退化成前述的 ＣＡＲＡ 函数； 而当 γ➝０
时， ＨＡＲＡ 函数变为常见的对数函数。

采用 ＶＥＳ 效应函数时会出现窒息价格。 在 ＣＥＳ 的框架里， 不论价格有多高， 消

费量肯定是正的。 可是在 ＶＥＳ 的情况下， 当价格贵到一定程度时， 消费量变为 ０。 窒

息价格指的就是这个临界值。 当两国非对称时， 各自会有不同的窒息价格。 这样， 当

运输费用降低时， 两国之间贸易开始的条件会有所不同， 因此有可能会出现单边贸

易。 现实世界里有很多单边贸易， Ｃｈｅｎ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统计了 １９６２—２０００ 年 １８７ 个

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 发现有 １０％ ～ ２０％ 是单边贸易。 从 ＶＥＳ 的角度为这些单边

贸易提供理论解释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Ｃｈｅｎ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采用上述一般可加性效用函数重新构建了两要素模型， 分

析了本地市场效应， 结果发现和 ＣＥＳ 模型完全不同， 大国可能失去在企业选址方面

的优势 （定义 ２）。 图 ４ 给出了采用 ＨＡＲＡ 效用的两个数值模拟例子。 其中， 左边的

例子选择的参数是 Ｌ ＝ １０， β ＝ ７， γ ＝ ０􀆰 ５， θ ＝ ０􀆰 ６； 右边的例子里， 参数 β ＝ ５０， 其

他参数一样。 从左边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国的企业份额并不一定比人口份额大。

图 ４　 ＨＡＲＡ 效用函数下的大国选址优势

资料来源： Ｃｈｅｎ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他们的理论分析结果表明， 在一般情况下， 当大国的人口占比 θ， 效用函数的参数 β

和 γ 满足
１ － θ
θ

æ

è
ç

ö

ø
÷

１ － γ βγ ＋ θ （１ －γ） Ｌ
βγ ＋ （１ － θ） （１ －γ） Ｌ

β ＋ θ （１ －γ） Ｌ
β ＋ （１ － θ） （１ －γ） Ｌ[ ]

２ － γ

＜１ 时， 大国有选

址优势。 也就是说， 定义 ２ 的本地市场效应会出现。 可是， 如果这一不等式是反向的， 那

么在贸易开始的一段时间里， 大国的企业优势没有了， 定义 ２ 的本地市场效应呈反方向。
前文已经提到， 在 ＣＥＳ 和二次准线性效用框架下没能观察到上述现象。 ＨＡＲＡ

函数的成功在于它可以同时捕捉到促进竞争效应和收入效应。 那么， 下一个问题是，
大国是否仍然有工资方面的优势呢？ 图 ５ 是用图 ４ 的参数画出的工资曲线， 可以看

出， 定义 ３ 的本地市场效应在两种情况下都出现了。
６０１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图 ５　 ＨＡＲＡ 效用函数时的大国工资优势

资料来源： Ｃｈｅｎ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以上结果有几个很重要的启示。 （１） 对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的正确性产生疑问。 在图 ４ 左

边的例子里， 当贸易开始时， 小国是工业产品的净出口国。 资本由大国流向小国， 用以

抵消工业产品贸易的逆差。 虽然 Ｋｒｕｇｍａｎ 通过 ＣＥＳ 得到的结果明确支持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但在更一般的条件下， Ｖａｌａｖａｎｉｓ⁃Ｖａｉｌ 也可能是对的。 问题可能比我们认知的要复杂，
孰是孰非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２） 在一般的 ＶＥＳ 框架下， 定义 ２ 和定义 ３ 已经不等价

了。 对比图 ４ 和图 ５ 左边的例子， 尽管大国不一定有企业选址的优势， 可是工资的优势

仍然存在。 之前通过两要素模型导出的命题 １ 仅仅在 ＣＥＳ 条件下， 而且仅仅在两个国

家的情形下成立。 （３） 可以解释关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 前文已经提到，
Ｈｅａｄ 和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指出， 工资定义 （Ｐｒｉｃｅ Ａｓｐｅｃｔ） 有很强的实证支持， 可是企业

份额定义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ｓｐｅｃｔ） 获得的支持不是很多。 这些结果似乎与在 ＣＥＳ 前提导出的

命题 １ 相矛盾， 但却正好与 Ｃｈｅｎ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采用 ＶＥＳ 框架得到的结果一致。

五、 弹性劳动

大多数的研究假定每个工人提供一份劳动力， 劳动时间和工资率没有关系。 可是

现实社会中的工人会根据工资率来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 有些人在高工资时愿意多工

作些时间， 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 这种弹性劳动的想法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话

题。 最近， Ａｇｏ 等 （２０１７） 把弹性劳动引入空间经济学。 Ｔａｋａｔｓｕｋａ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进一步把他们的想法用于分析本地市场效应， 发现大国的工资优势也未必存在。

为导入弹性劳动， 可以在效用函数中加进一项表示劳动带来的 “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

Ｕ ＝ α∫ｎ０ ｑ（ ｉ）ｄｉ － β
２ ∫

ｎ

０
ｑ（ ｉ） ２ｄｉ － γ

２ ［∫ｎ０ ｑ（ ｉ）ｄｉ］ ２ － ｌ （６）

其中， 等号右侧前面三项是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等 （２００２） 提倡的二次准线性效用。 α ＞ ０
描述消费者对工业产品的喜爱程度， β ＞ ０ 表示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追求， γ ＞ ０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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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各种不同品种产品的替代性。 最后的 ｌ 是工作时间， 减号表示工作时间越长，
“痛苦” 就越大。 与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等 （２００２） 不同的是， 这里没有农业部门。

像前文一样， 考虑两个不同人口规模的国家， 大国 １ 拥有总人口的 θ 部分， 小国

２ 拥有总人口的 １ － θ 部分。 仍然假定有两个生产要素。 （１ 单位的） 可移动资本为固

定投入， （ｍ 单位的） 不可移动的劳动为边际投入。 把小国的劳动当作计价物， 大国

的工资记为 ｗ。 因为两国国民的工作时间可能不同， 还要导入两个记号 ｙ１ 和 ｙ２ 分别

表示两国国民的个人收入。
和上一节的 ＶＥＳ 模型类似， 在一般贸易成本的情形下无法得出解析解。 但是仍

然可以通过检验在自给自足和自由贸易情形下的结果得出一些定性结论。
当空间经济接近自由贸易情形， 也就是说运输费很低的时候， 有图 ６ 所示的结果。

图中的两条曲线 β１ 和 β２ 表示的是两个 α 的函数， 具体设定请参照 Ｔａｋａｔｓｕｋａ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当且仅当 β ＞ β１ 时， 大国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 其结论如下。 （１） 自由贸易附近

大国的工资高， ｗ ＞１。 （２） 当 α≤３ｍ 时， 有 ｋ ＞ θ 以及 ｙ１ ＞ ｙ２。 （３） 当 α ＞３ｍ 时， 如果

β ＞ β２，那么 ｋ ＞ θ 以及 ｙ１ ＞ ｙ２； 如果 β ＜ β２， 那么 ｋ ＜ θ 以及 ｙ１ ＜ ｙ２。 这里， ｋ 依然是大国的

企业占比。 因此， 由工资描绘的本地市场效应 （定义 ３） 仍然成立。 图 ６ 中的 “Ｒｅｇｕｌａｒ”
表示和命题 １ 吻合的参数范围。 只有在这个范围里的参数 α 和 β 才会得出大国工人收入

高、 企业份额高于人口份额的结果。 上一节提到的定义不等价现象在这里再次出现。

图 ６　 弹性劳动 （自由贸易附近）

资料来源： Ｔａｋａｔｓｕｋａ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相反， 当运输费较高 （自给自足附近） 时， 有图 ７ 所示的结果。 图 ７ 中两条曲

线 β４ 和 β５ 表示的是两个 α 的函数， 具体设定请参照 Ｔａｋａｔｓｕｋａ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①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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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还有 β３， 它和这里的内容关系不大， 在此省略。



结论是 （４） 在自给自足附近， 大国的收入一直较高 （ｙ１ ＞ ｙ２）。 （５ａ） 如果 β ＞ β４，
那么 ｋ ＞ θ 但 ｗ ＜ １； （５ｂ） 如果 β∈ （β５， β４）， 那么 ｋ ＞ θ 且 ｗ ＞ １； （５ｃ） 如果 β ＜
β５， 那么 ｗ ＞ １ 但 ｋ ＜ θ。

图 ７　 弹性劳动 （自给自足附近）

资料来源： Ｔａｋａｔｓｕｋａ 和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从图 ７ 我们可以看出， 在自给自足附近， “Ｒｅｇｕｌａｒ” 的参数范围很窄。 大多数情

况下， 定义 ２ 和定义 ３ 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总之， 在考虑弹性劳动后， 本地市场效应

能否出现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结果依赖于各种参数的选定。

六、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成果， 考察在没有第一自然差距的情

况下， 第二自然力到底会给大国带来哪些优势。 由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悖论引起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的文化抗争， 由此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Ｋｒｕｇｍａｎ 的结果证实了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
似乎对文化抗争给出了一个答案。 可是最近的研究却告诉我们， Ｋｒｕｇｍａｎ 的结论依

赖于对效用函数的特殊假定。 把 ＣＥＳ 效用函数改为更一般的函数后， 我们发现结果

并没有那么简单，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并不一定正确。 因此， 理论上， 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

解明导致 Ｌｉｎｄｅｒ 猜想结论的具体机制， 既包括需求方面 （效用函数）， 也包括生产

方面 （垄断竞争的市场和报酬递增的生产技术）。 此外， 既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对

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描述， 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明确到底采用哪个定义更为合适。 为

得出有深度的结果， 我们也需要对各个产业的特征和市场的特殊性进行更仔细的分

析。 本地市场效应的探讨过程再次证实， 研究是个螺旋式加深的发展过程， 而且永

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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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ｔｏｌｅｔｔｉ， Ｐ􀆰 ａｎｄ Ｆ􀆰 Ｅｔｒｏ （２０１７），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７， ｐｐ􀆰 １２１７ － １２４３．

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Ｒ􀆰 （１９６２），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０， ｐｐ􀆰 １０５ － １１６．

Ｂｏｕｌｈｏｌ， Ｈ􀆰 （２０１０）， “ Ｐｒｏ⁃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ｃｏ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７２， ｐｐ􀆰 ３２６ － ３５６．

Ｃｈｅｎ， Ｃ􀆰 ａｎｄ Ｄ􀆰 Ｚ􀆰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８），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８， ｐｐ􀆰 ４６１ － ４９４．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Ａ􀆰 ， Ｄ􀆰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Ｍ􀆰 Ｋｙ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Ｗｅ Ｄｉｅ，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Ｗｅ Ｓｅｌｌ？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４， ｐｐ􀆰 ８４３ － ８９４．

Ｃｒｏｚｅｔ， Ｍ􀆰 ａｎｄ Ｆ􀆰 Ｔｒｉｏｎｆｅｔｔｉ （ ２００８），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７６， ｐｐ􀆰 ３０９ － ３２１．

Ｄａｖｉｓ， Ｄ􀆰 Ｒ􀆰 （１９９８）， “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８， ｐｐ􀆰 １２６４ － １２７６．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Ｊ􀆰 ， Ｐ􀆰 Ｋ􀆰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Ａ􀆰 Ｋ􀆰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Ｐｒｉｃｅｓ， Ｍａｒｔ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 ８４ （２）， ｐｐ􀆰 ４４５ － ５１０．

Ｄｉｘｉｔ， Ａ􀆰 Ｋ􀆰 ａｎｄ Ｊ􀆰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７７），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７， ｐｐ􀆰 ２９７ － ３０８．

Ｅｒｈａｒｄｔ， Ｋ􀆰 （ ２０１７ ）， “ Ｏｎ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８， ｐｐ􀆰 ３１６ － ３４０．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２００３）， “Ａ Ｈ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ｒｉｃ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７８， ｐｐ􀆰 ７９ － ８６．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ａｎｄ Ｄ􀆰 Ｅ􀆰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 ２０１７ ），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ｕｐｓ， ａｎｄ Ｕ􀆰 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２５， ｐｐ􀆰 １０４０ － １０７４．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Ｇ􀆰 ａｎｄ Ｂ􀆰 Ｊｕｎｇ （２０１８）， “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Ｆ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ｌｉｔｚ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６， ｐｐ􀆰 ８６９ － ８９１．

Ｆｕｊｉｔａ， Ｍ􀆰 ， Ｐ􀆰 Ｒ􀆰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Ａ􀆰 Ｊ􀆰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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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Ｆｕｊｉｔａ， Ｍ􀆰 ａｎｄ Ｊ􀆰 Ｆ􀆰 Ｔｈｉｓｓｅ （ ２０１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ｎｓｏｎ， Ｇ􀆰 Ｈ􀆰 ａｎｄ Ｃ􀆰 Ｘ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４， ｐｐ􀆰 １１０８ － １１２９．
Ｈｅａｄ， Ｋ􀆰 ａｎｄ Ｔ􀆰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Ｊ􀆰 Ｖ􀆰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Ｊ􀆰 Ｆ􀆰 Ｔｈｉｓｓｅ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ｐｐ􀆰 ２６０９ －２６６９．
Ｈｅａｄ， Ｋ􀆰 ， Ｔ􀆰 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Ｊ􀆰 Ｒｉｅｓ （ ２００２ ）， “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６９， ３７１ － ３９０．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ａｎｄ Ｐ􀆰 Ｒ􀆰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５），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Ｈｏｕｔｈａｋｋｅｒ， Ｈ􀆰 Ｓ􀆰 （ １９５７ ）， “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ｅｌ􀆳ｓ Ｌａｗ”，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５， ｐｐ􀆰 ５３２ － ５５１．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Ｒ􀆰 （１９８０）， “ 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０， ｐｐ􀆰 ９５０ － ９５９．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Ｒ􀆰 （ １９９１ ），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９， ｐｐ􀆰 ４８３ － ４９９􀆰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Ｒ􀆰 （１９９５），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ａｎｄ Ｋ􀆰 Ｒｏｇｏｆｆ （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ｐｐ􀆰 １２４３ － １２７７．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Ｗ􀆰 （１９５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９７， ｐｐ􀆰 ３３２ － ３４９．

Ｌｉｎｄｅｒ， Ｓ􀆰 Ｂ􀆰 （１９６１），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Ｍａｒｔｉｎ， Ｐ􀆰 ａｎｄ Ｃ􀆰 Ａ􀆰 Ｒｏｇｅｒｓ （１９９５），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９， ｐｐ􀆰 ３３５ － ３５１．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７１， ｐｐ􀆰 １６９５ － １７２５．
Ｍｒáｚｏｖá， Ｍ􀆰 ａｎｄ Ｊ􀆰 Ｐ􀆰 Ｎｅ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Ｎｏｔ Ｓｏ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７， ｐｐ􀆰 ３８３５ － ３８７４．
Ｏｈｌｉｎ， Ｂ􀆰 （１９３３），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 Ｉ􀆰 Ｐ􀆰 ， Ｔ􀆰 Ｔａｂｕｃｈｉ ａｎｄ Ｊ􀆰 Ｆ􀆰 Ｔｈｉｓｓｅ （２００２），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３， ｐｐ􀆰 ４０９ － ４３６．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 ａｎｄ Ｊ􀆰 Ｆ􀆰 Ｔｈｉｓｓｅ （２００４），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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